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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价值对科学内核的涉入
———以商品化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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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内学者对“科学与伦理”问题的考量局限于科学的外围或者发现的语境( 如问题的选择、成果的
应用) ，这种研究路径根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科学哲学的专业化、去政治化、纯认识论化，进而将伦理价值从辩
护的语境中剔除出去。然而，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研究日益的商品化，科学的内涵发生重大转变，
经济利益贯穿科学研究的整个过程，包括科学的内核( 如数据的选择、方法的设定、结果的评价) ，由此便衍生出
更多的伦理问题，伦理价值涉入科学内核。在上述语境下，科学哲学要想发挥其应有的解释力与规范性，则必
须拓展传统科学哲学的合理性概念，关注认知与价值( 政治、经济、伦理价值等) 双重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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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科技哲学界关于“科学与伦理”问题的讨
论可以归结为两大类，一是作为应用伦理学分支的

科技伦理学对该问题的探讨，二是作为一种价值的

伦理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总的来看，国内关于科技
伦理学的文献资料较为丰富，外文译著也在不断扩

充。科技伦理学的内涵或者研究对象并没有一个明
确的定义，但从现有的文献来分析，可以归纳为三方

面的内容: 一是有关科技伦理基础理论的研究，如人

与自然的关系、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事实与价值的关
系、科技与伦理的关系等; 二是对各门具体科学技术
在应用过程中引发的伦理问题的反思，涉及医学伦

理、工程伦理等; 三是科学中应遵循的伦理准则与科
学家的职业规范。科技伦理学是应用伦理学的一个
分支，是一般伦理学原理在科技中的应用，处于科技

哲学与伦理学的交叉地带，涉及的内容十分宽泛，其

中也谈及科学与作为一种价值的伦理之间的关系或

者科学与价值之间的关系，如李醒民对科学中的价

值，庞晓光、李建珊对科学的伦理目标以及陈爱华对
科学的伦理本性的阐述，这里便将伦理与伦理学区

分开来，当然，国内学者也存在将伦理与伦理学混用

的情况。
简言之，国内学者很早便开始关注“科学与伦

理”问题，但他们集中探讨既成的科学与伦理之间
的关系( 如研究问题的选择、成果的应用等) ，或者
说仅从科学的外围来探讨科学的伦理问题，科学的

内核( 如证据的搜集与描述、理论的评价与接受等)
仍处于一种黑箱状态，伦理价值仍被排除在这种无

菌空间之外。这种研究路径导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
科学哲学的专业化、形式化、纯认识论化，进而将伦
理等语境价值从辩护的语境中剔除出去。然而，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研究日渐的商业化，
科学的内涵发生重大转变，经济利益贯穿科学研究

的整个过程，包括科学的内核，善恶问题逐渐凸显，

由此，伦理价值也应在科学内核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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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传统科学哲学对伦理价值的消解

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科学哲学才成为一门专
业的学科，并且在哲学界以及其他科学研究领域中

的声望日渐攀升。上述现象的出现一方面归功于科
学哲学自身的研究目标，即解释甚至完善科学合理

性，而科学合理性问题居于“科学何以成功”这一论
题的核心; 另一方面，为实现上述宏大理想，科学哲

学仅关注与科学合理性相关的逻辑维度，即赖欣巴

哈提出的“辩护的语境”。赖欣巴哈在《经验与预
测》一书中论述了认识论的三大任务，其中，“认识
论的描述性任务关注的是科学知识的内在结构而非

外部特征。”［1］4即认识论仅关注科学的内容，至于
科学的外部关系则是社会学感兴趣的地方。与此同
时，“认识论并不关注科学家实际思考的过程，后者
完全是心理学的任务。”因而，“认识论关注的是对
实际过程的逻辑替代。”［1］5为此，赖欣巴哈引入了
两种语境的概念，即“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
境”。“认识论仅关注辩护的语境的建构。”［1］7

纽拉特在“维也纳宣言”中提出了一种科学的
世界观，该世界观具有的本质特征之一在于: “以应
用某一种方法为标志，就是逻辑分析。科学致力的
目标是通过把逻辑分析方法应用于经验材料而达到

统一的科学。科学中每一个陈述的意义必须通过还
原到有关给予的陈述来说明。”［2］309“这引发了对中
性公式系统的探索，对摆脱了历史语言残痕的符号

语言的探索以及对一个总概念体系的探索。”［2］306

故而，解释与完善科学的合理性便意味着用形式逻

辑与经验主义认识论提供的概念化模式来重建科

学，这种重建科学的方法最小化了真实科学活动中的

非理性的、社会的、心理的因素。卡尔纳普在其思想
自述中提及，“我们希望把我们的哲学研究与政治主
张区别开来。因为在我们看来，逻辑( 包括应用逻辑
在内) 、认识论以及语言分析和科学方法论，都像科学
本身一样，在实践的目的方面是中立的，不管是为了

个人的道德目的还是为了社会的政治目的。”［3］

具体到伦理价值，艾耶尔在《语言、真理与逻
辑》一书中指出，哲学的功能在于对哲学命题进行
纯粹的语言分析，哲学家的职责是通过对科学中的

符号下定义的方式来阐明科学学说并澄清科学中的

概念。而伦理概念则是妄概念，并非真正的命题，因
为它没有做出任何事实陈述，是不可证实的，不存在

客观判断的标准，只是情感的表达，属于社会学和心

理学的一部分。［4］由此便将科学与伦理区分开来。

赖欣巴哈在《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中对伦理 －认
识平行论提出批判，指出知识陈述告诉我们“是”什
么，不包含任何规范性的成分，而伦理则能提供指

令，告诉人们“应是”什么，我们不可能从事实命题
推出伦理指令。［5］卡尔纳普在《哲学和逻辑句法》一
书中，指出这种“价值哲学”或“伦理学”属于经验科
学而非哲学。与此同时，卡尔纳普在继承维特根斯
坦关于伦理、价值等属于不可说的超验领域的观点
基础上，明确将伦理学的价值陈述归于形而上学领

域，指出其不具有任何认知意义，进而将伦理、人生
等问题驱逐出科学以及科学哲学研究的疆域。
综上所述，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伦理价值便

被剔除出科学哲学的研究领域即辩护的语境，伦理

学或政治哲学等学科中的诸多资源仍被排斥在科学

哲学之外。［6］54正是在继承上述传统的基础上，国内
学者对伦理问题的讨论仅局限于科学的外围即发现

的语境。然而，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由于政治、
经济等社会条件的转变，科学的内涵也发生变化，学

术研究日趋商品化，对科学中的伦理问题的考量应

深入到科学的内核当中，或者说伦理问题应贯穿于

科学研究的整个过程中。因而，要想打破传统科学
哲学的伦理价值无涉理想，要求我们在广阔的社会

语境下来重新审视科学，这体现为一种情境化的科

学哲学，同时，这也是一种更为激进的科学哲学，其

不仅与伦理相关，而且试图改变社会。［6］127正如“维
也纳宣言”中所言，科学哲学家不应站在逻辑的冰
峰上来俯瞰活生生的真实世界，由此形成的科学哲

学才能服务于生活，而生活也会接受它。

二 学术研究的商品化与伦理价值的涉入

尽管在 20 世纪末，已存在大量的社会学、历史
学、经济学文献对学术研究的商品化展开各方面的研
究，但由于主流科学哲学囿于传统分析哲学的狭窄视

角，一直未能对该现象予以足够的重视。学术研究的
商品化对科学哲学中的一些核心论题产生了一定的

冲击，如科学的客观性、合理性、有效性等问题，然而，
这种新的科学组织形式带来的最直接的冲击便是对

科学价值无涉理想的解构，进而改变了科学的内涵，

科学不再是少数个体的纯粹认知事业，而是与民众、
企业、政府、科学共同体等息息相关的公共事业。
( 一) 学术研究的商品化

自 1980 年以来，一种新的科学组织形式逐渐取
代了原有制度。这种旧的科学组织形式最生动地体
现在万尼瓦尔·布什于 1945 年做出的一篇著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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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即在《科学———无止尽的前沿》中布什提出
了国家与科学家之间简单的劳动分工: 国家制定科

学研究议程并提供基金，科学家进行知识生产，其成

果被工业机构发展为有用的技术产品以服务国家与

人民。在这种科学与社会进步的线性模式中，大学
成为基础科学研究的核心场所，并享有高度的自治

权与学术自由，在研究问题的选择与程序的设计上，

科学家被赋予充分的自主性，不受实践效用的导控。
上述科学与社会间的契约得以贯彻的基本前提为，

科学通过对真理的追求间接地造福社会，而非直接

与利益、政治等挂钩。然而，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
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崛起、各种专利法案的施行
以及技科学的发展，这种旧的科学组织体制逐渐瓦

解，新的科学组织体制诞生，后者可以被称作“新社
会契约”( the new social contract) 、“后学院科学”
( post － academic science) 、“模式 2 科学”( mode 2
science) 、“大学 －工业 －国家的三螺旋结构”( triple
helix of university － industry － state) 等。这种新的科
学组织形式建立在知识产权、研究的私有化以及大
学、国家与工业之间新的合作形式的基础上。在此
社会形势之下，科学知识逐渐商品化，某些科学研究

门类，如生物医学与遗传学，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迅速

地迈向商品化或商业化的道路。［7］

学术研究的商品化( commodification of academic
research) 是一种极端复杂的异质性现象，难以诉诸
某种简单的定义，我们可以尝试着从狭义和广义两

种维度来审视。狭义的商品化概念等同于商业化，
即学术机构通过销售其研究人员的专业知识与技能

或者研究成果来获取利益。广义上的商品化概念与
整个现代社会的经济化发展趋势相一致，意指对所

有的科学活动与研究结果的解释与评价主要建立在

经济原则的基础之上。［8］简言之，一旦科学知识的
生产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那么，此时的学术研究便

有可能商品化或者商业化了。
学术研究的商品化表明经济利益贯穿科学研究

的方方面面，包括科学的内核。但这种利益准绳往
往会引发一系列伦理问题，如私人企业与科学家舍

弃不符合预期的试验数据、以损害受试者的生命健
康为代价对证据进行筛选、以经济利益来导控同行
评议、为获得某种主观偏好的结果刻意选择研究方
法、发表部分数据以获得想要的结果、忽视阴性结果
带来的新问题、因资助类型的不同而得出差异性的
结果、违背公开性与诚实性原则等。在上述社会语
境下，本文以生物制药中的“幽灵式写作”、研究设

计与发表中的偏歧性现象为例来具体阐述经济利益

在证据的选择、方法的设定与结果的发表中的作用，
进而揭示伦理价值对科学内核的涉入。
( 二) “幽灵式写作”: 数据选择中的伦理涉入
在学术研究商品化趋势的影响之下，生物制药

研究的结构发生了戏剧化的转变，制药工业逐渐流

行着一种“幽灵式的”写作模式，其中，医疗通讯公
司( medical communications firms，orMCFs) 的出现带
来认知与伦理上的双重后果。这种独立的利益公司
与制药商签订契约，为其策划研究报告与待发表的

文章。卡尔·艾略特指出，1998 年至 2000 年，在已
发表的关于抗抑郁药左洛复的文章中，幽灵式的写

作或者由中介机构代写的文章超过了以传统方式创

作的文章。［9］基于这种幽灵式的撰写模式，制药公
司葛兰素史克操控了关于抗抑郁药帕罗西汀的出版

物的同行评议，有学者对此进行了详细追踪。简言
之，一名 MCF专业写手负责解释临床试验的结果，
并起草相关论文，而该写手的解释与撰写工作直接

受制于葛兰素史克公司，所谓名义上的作者———学
院科学家，并未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当试验结果并
未佐证由上述公司生产的帕罗西汀的有效性时，该

结果便会以一种误导性的、歪曲的方式得以呈现。
进而，截至 2013 年 8 月，该文章被引用 500 多次，且
继续作为帕罗西汀与相关抗抑郁药的功效与安全性

的阳性证据。除此之外，基于幽灵式的写作，默克公
司通过对其生产的止疼药万络临床试验数据的刻意

挑选，进而掩盖了其中可能蕴含的副作用( 加大了

心脏病发病的几率) 。在服用万络的受试者当中，
有 8 名患者出现心脏病发作或者心脏性猝死现象。
然而，相关文章却报道仅 5 名服用万络的患者在试
验中遭遇心脏病发作。在默克公司高管的邮件往来
中，谈及是否将未被报道的一则死亡案例归结为心

脏病发作或其他未知因素。显然，与此相关的名义
上的作者或者独立的学术委员会并未被告知这则死

亡案例。总之，幽灵式的写作使得默克公司高管压
制了不受欢迎的证据，因而刻意将一种阴性的研究

结果篡改为一项中立的结果。
瑟乔·西斯蒙多指出，人们之所以对 MCFs 抱

以积极的评价，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

面，MCFs的策划者极为注重科学的规范，认为只有
通过满足这些规范，他们才能将自身与商人区分开

来，进而实现自己的营销目标。换言之，为了维护自
身客观、中立形象，MCFs 的写手必须生产出具有高
度认知质量的文章; 另一方面，科学技术论揭示了科

011



学研究必然负载着价值，因此，由 CＲOs( contract re-
search organizations) 从事、MCFs 写作且制药工业资
助的研究与其他生物医学研究并无本质差异，前者

同样生产出知识。［10］换言之，由于科学研究总是不
可避免地受到价值的影响，因而，相比其他价值，利

益对制药研究的影响并无特殊之处。然而，制药工
业通过 CＲOs与MCFs对试验数据的操纵表明，商业
价值在关于帕罗西汀与万络的效用与安全性的假说

的评价与接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1］

“幽灵式写作”或者 MCFs 在制药工业中的崛
起，凸显利益对证据的发表与假说的接受的操控，这

种写作方式在未尊重事实且未受监督的情境下，很

容易引发一系列的伦理后果，其中，最直接的后果便

是对患者的生命与健康的伤害。因而，商业价值对
科学内核的侵袭，必然带来善恶的问题，不同于国内

学者将伦理考量局限于问题的选择与结果的应用，

在当下科学研究的复杂组织中，伦理考量在证据的

选择中也应发挥作用，如私人企业与医疗通讯公司

不应摒弃不符合预期的试验数据、不应以损害受试
者的生命健康为代价对证据进行刻意筛选、不应以
经济利益来导控同行评议、应遵守公开性与诚实性
原则等。上述道德禁令，实则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
科学的客观性与权威性。
( 三) 方法设定与结果发表中的伦理涉入

在医学试验中，资金来源与研究结果之间存在

着相互关系: 相比由其他来源资助的研究，由工业资

助的医学研究更易产生阳性结果。证据表明，这种
现象可部分归因于研究方法的差异。当某私人企业
资助某项临床研究时，研究方法通常为该公司所选

择。而私人企业则有可能选择某些可疑的方法，如
对比明显较低劣的治疗方法来验证自身研制的药物

的有效性; 故意选择部分数据以获得其想要的结果。
因而，研究结果很有可能被研究主体选择的方法所

影响，或者说研究主体选择的方法很有可能产生某

种被其所偏爱的结果。另外，在以证据为基础的医
学研究中，随机控制试验处于核心位置，其表征着结

果的可靠性，而随机控制试验往往难以复制，因而，

对其程序上的严格检验成为关键，对结果的辩护与

已使用的方法的设计与执行密切相关。简言之，研
究方法与研究结果之间存在着相互关联，检验方法

背后隐藏的价值设定可以消解科学中存在的某些不

合理的结论。
发表性偏歧是指在同类研究中，具有阳性结果

的文章比具有阴性或者不确定结果的文章更易发表

的现象，该现象加剧了检测问题化的研究方法的难

度。一方面，由于期刊空间上的不足，投稿的文章数
往往超过了实际可刊登的文章数，编辑则更偏爱那

些具有阳性结果的研究论文，与此相应，研究者便倾

向于以统计显著性来衡量研究的结果，而阳性结果

在统计学上的概率一般比阴性结果高。由此，统计
学上的定量分析方法占据主导地位，其他定性分析

则居于边缘。在生物医学研究中，由于实际的治疗
策略往往依赖于已发表的并经过同行评议的研究结

果，故而，发表性偏歧的存在就有可能忽略那些未被

发表的阴性结果中呈现的新问题。另一方面，由工
业资助的研究比由其他来源资助的研究更易获得阳

性结果，私人企业不情愿发表那些不支持本公司产

品的结果，或者一旦某项研究的结论不是某公司所

偏爱的结果时，便撤销对该研究的资金支持。针对
五种儿童抗抑郁药功效的发表与未发表的试验数

据，有学者进行了元分析( meta － analysis) ，其中，被
挑选到的药物分别为氟西汀、帕罗西汀、舍曲林、西
酞普兰与文拉法辛。分析结果显示，已发表的数据
与未发表的数据勾勒出两幅不同的有关药品的安全

性与效用的图景: 根据已发表的数据，帕罗西汀和舍

曲林的风险收益是阳性的，而一旦将未发表的数据

一并加以分析，则只有氟西汀的风险收益是阳性的。
另外，关于西酞普兰的已发表的试验都无法满足复

检标准，而只有一则小的试验表明文拉法辛不能改

善抑郁症状。这便意味着，使用上述产品有可能给
抑郁儿童带来更多的危害。显然，上述案例中对于
公开性原则的背弃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研究结果对

给定的产品绘制了一幅错误的图像，使得研究共同体

无法有效地评估结果的合理性。为了顺应发表性偏
歧现象，某些研究人员难免会铤而走险，伪造或者刻

意筛选能证明阳性结果的数据;某些公司为了顾及自

身的商业利益，操纵或者直接略过同行评议系统，推

出的所谓“新药”相比其他同类产品价格昂贵，且药效
更低，甚至隐含着更严重的副作用。［12］

综上，利益因素在研究方法的设定与发表的偏

歧性现象中具有显著影响，同样，这也会引发善恶问

题，因而伦理考量也应在其中发挥一定的功能，如私

人企业与科学家不应为获得某种主观偏好的结果刻

意选择研究方法、不应发表部分数据以获得想要的
结果、不应为增加发表的几率一味地追求统计显著
性、不应忽视阴性结果带来的新问题、不应因资助类
型的不同而得出差异性的结果、应秉持公正诚实原
则。伊恩·哈金将“客观性”视为对不恰当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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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告诫，指出我们不能抽象地、普遍地谈论科学
的客观性问题，而应在不同的语境中具体地看待科

学家的行为是否符合“客观的”要求，故而，这里的
“客观性”被当作形容词而非名词使用，如由制药公
司资助的医学研究是否可靠? 这是种实践层面的客

观性( ground － level questions) ，而非传统科学哲学探
讨的认识论层面的客观性。像生物医学研究是否满
足科学客观性标准这类二阶叙事的问题( second －
story questions) 只是一种空洞无物的概念游戏，对实
际科学研究毫无益处，哈金由此呼吁我们走向案例，

而非普遍性。在不同的语境中，“客观的”则意味着:
不能无视证据与批评、不能损害他人利益等。［13］因
而，这种实践层次上的客观性问题也表现为一种伦理

问题。在当前学术研究日益商品化的情境下，这种实
践的客观性问题越发凸显出来，这也应成为科学哲学

研究的必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继续秉持传统科学
哲学的语境价值无涉理想，将伦理价值从辩护的语境

中剔除出去，那么，科学哲学则有可能丧失其应有的

解释效力与规范作用。因而，科学哲学有必要拓展其
原有的科学合理性概念，将认知与价值( 政治、经济、
伦理价值等) 双重向度均纳入其中。

三 有意义的真理

传统科学哲学家认为，科学的目的在于追求情

景独立的有认知意义的真理，与社会、伦理等语境价
值无涉。科学提供了一个完备的、客观的解释系统，
人们可以从中推导出适合于任何具体情境下的解

释。然而，菲利普·基切尔、约翰·杜普里等科学哲
学家指出，科学旨在追求有意义的真理( significant
truth) ，而意义是一种可评价的概念。对意义的解释
与人的兴趣或价值相关。但这并不意味着真理无关
轻重，或者说世界对我们的信念毫无作用，意义和真

理相互作用、共同演进。
基切尔将科学与制图学进行启发性类比。他指

出，制图者总是有选择的，他们从不同使用者的目的

或需要出发引入了许多约定的成分，绘制地图的历

史“显示制图的约定和划分是在回应变化着的人类
目的的过程中而演变的。当它所曾服务的人类活动
被取代，地图就失去了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

位”［14］73。如同制图学，科学也必须参照特定的历
史情境或者特定人群的需要来理解。故而，正如并
不存在理想的地图集，也不存在统一的科学图景。
人们应把科学研究视为回应相对较窄范围的、对值
得提出的那些类型的问题的解释活动。

由此，我们可以采取另一种方式来谈论科学的

意义问题，即在日常科学实践中有意义的判断是如

何做出的。意义并非始于普遍而流向具体，而应起
源于对人们视为至关重要的某一类特殊事物的具体

关切，即“赋予意义的联系似乎可以向不同方向辐
射，使得揭示其断言及活动如何取得意义的研究领

域地图，看起来更像一团乱麻，而不是一个等级结

构”［14］94。以克隆羊多莉所在的意义图为例，我们
可以采取以事项为中心的视角，研究意义图中某一

特定的节点，比如多莉节点是如何获得意义的，细胞

异化问题、如何提高牲畜质量、动物能否充当疾病模
型、药品生产等认知目标或实践需求都会导向多莉，
而多莉节点也会衍生出如何提高克隆率、亲和性机
制与对克隆牛的研制等节点。因而，对克隆羊多莉
的研究源于不同的目的或需要，同时，也可以导出不

同的研究主题，在此过程中，每一节点的产生都是机

遇性的，都是在具体的科学实践中突现出来的，认知

与实践维度都参与其中。
总之，在意义图的演进与变化中，认知价值与实

践价值( 政治、经济、伦理价值等) 相互交织，难以区
分。“随着信息的积累，新的联系被建立起来，新的实
践活动被设想出来，并随着对以往研究的新的更容易

的途径出现，新的问题也开始显现。正因为同样的东
西有时既可作为重要的实践活动也可作为理论工作

的源头，所以今天的认知意义可能有昨天的实践意义

的痕迹。”［14］99因而，研究的问题、假说的形成、方法的
选择、实验设备的建立甚至自然的某一部分都会受到
当下或以往认知与实践目的的影响。这体现了一种
实践的合理性，价值成为科学活动正常运行的内在组

成部分。［15］“意义”的引入则扩展了传统科学哲学的
合理性概念，使得伦理价值涉入科学研究的整个过

程，包括科学的内核在理论上成为可能。

四 结语

费耶阿本德在“科学哲学: 一门具有伟大过去
的学科”一文中哀叹当时兴盛的逻辑经验主义的无
用，敦促科学哲学家追求一种既与科学相关又能批

判甚至转变科学的哲学。为实现这一目标，费耶阿
本德主张哲学家应参与到科学史的细节研究中。
“这种具体研究有望使科学哲学回归曾经的激动人
心与有用性。”［16］如今，似乎有必要再次哀叹科学哲
学的无用，并督促科学哲学家去批判甚至转变科学

而不是仅仅与科学相符合。然而，上述需求的满足
应求助伦理研究，而非费耶阿本德呼吁的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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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有必要拓宽传统的科学合理性概念，将价

值( 政治、经济、伦理价值等) 囊括进来，且承认认知
与实践意义在整个科学研究过程中的交织状态。在
此基础上，科学有望进入良序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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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meation of Ethical Values into the Core of Science
———Taking the Commodification of Academic Ｒesearch as Example

HONG Xiu，CAI Zhong
(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23，China)

Abstract: Concerning science and ethics，domestic scholars are mainly limited to the outside of science or the con-
text of discovery ( such as the choice of problems，the application of results) ． This research approach results from
the professional，apolitical and purely epistemolog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the 1960s，which removes ethical
values from the context of justification． However，the connotation of science has changed dramatically with the com-
modification of academic research since 1980s． Economic benefits permeate into the whole process of scientific re-
search，including the core of science ( such as the selection of data，the setting of methods，the evaluation of re-
sults) ，as a result，ethical issues become more evident and ethical values should play a legitimate role even at the
core of science． In the above － mentioned conditions，philosophy of science must expand its traditional concept of
rationality and focus on the dual dimension of cognition and value ( political，economic and ethical values，etc． ) in
order to maintain its explanatory power and normative effect．
Key words: ethical values; the core of sicence; commodification of academic research; significant tr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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